
 

 1

  FDI 竞争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竞赛”存在么？ 
—— 来自中国地级城市的空间计量实证 

朱平芳     张征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视角，以环境规制强度不可直接观测与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的竞争性选择为

出发点，说明并检验 FDI 竞争下中国地级城市政府环境规制是否存在“逐底竞赛”的事实。本文把该问题纳入一类

空间自回归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中。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通过同时检验环境决策外溢效应与环境规制强度对 FDI
作用的方向来判别这一事实的存在。在选取 2007 年中国 263 个地级城市组成的截面数据并在考虑了地区差异带来的

参数异质性之后，本文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地级市政府在制定环保

政策时易受到其同省内相邻地区的影响；环境因素对国内高水平 FDI 的城市几乎无影响，而环境规制“逐底竞赛”

的事实在中高水平 FDI 的城市显著存在。由于低水平 FDI 的城市间环境决策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些城市为吸引 FDI
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事实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成立。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空间自回归模型；分位点估计 

Does Environmental “Race-to-the-bottom” Exist for Competing FDI 
among Local Governments?—Evidence from Municipalities across China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entralization, we show that testing the 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al 
“race-to-the-bottom” in FDI competition can be analyzed in a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by accounting 
for both unobservable stringency level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We use the cross 
sectional data consisting of 263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in 2007 and estimate the model via IVQR method 
in account for parameter inconstancy from unobservable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in China, for the municipalities with highest FDI level,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is irrelevant in 
competition for capitals while the effect does exist for those municipalities with medium level FDI. Sinc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observed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with low 
FDI level, it may not be the case in a strict sense that they race against each other to the bottom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 for more FDI. 
Keywords：FDI,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1 问题的提出 

经济赶超的目标是否驱使开放经济与自由贸易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通过竞相降低环境标

准吸引外资企业落户，这是一个长久以来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备受争议的话题。国外有的学者认为，

各国的环境管制将使企业购买治污设备和技术而增加生产成本，通过对排污地点与方式的规定限制

企业低标准的排污行为，通过对投入产出要素组合加以特定限制等手段使得跨国企业为保持市场竞

争力有意避开高标准的环境管制而投资于环境管制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Xing&Kolstad 2002)。有的

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Antweiler et al. 2001, Wheeler, 2001)， Antweiler et al.(2001)利用44个国家的数

据进行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宽松的环境管制使得排放密集的生产活动从富裕的

国家转移到贫穷的国家，但从全球来看，国际贸易结构效应的正负结果难以评述。Wheeler(2001)认
为，企业控制污染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且贸易有害环境论的观点并未考虑贸易带来的收入增长效

应和技术转移效应。我们也发现在Oates和Schwab（1988），Cumberland（1979，1981）的研究中对

环境质量与政府之间竞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其中关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并不很明确。

Barrett（1994），Ulph（1992）和Kennedy（1994）的研究考虑了非政府合作环境政策下的不完全竞

争，但没有对于影响FDI和企业区位选择的环保政策进行研究。总之，相关的文献基本没有讨论那些

急于鼓励新的商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是否有将当地环境标准设置得相比于邻近政府更为宽

松的内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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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批准号 70871083。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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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FDI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由于进行了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与全球商品和要素市场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整合。FDI对中国全球化

进程和经济快速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从90年代初，由于中国资本账户选择性开放和国际贸易的

迅速扩大，FDI流入量出现大幅增长。 199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为275.000亿美元，

居世界第二位。这种增长趋势一直保持至今。 2003年，中国接受的外国投资为530亿美元，上升成

为接受FDI最多的东道国，而在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695.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国内环

境质量的不断恶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过度引进外资的担心。人们开始关注外资企业的存在是否可能

会导致当地环境法规的弱化，甚至导致“污染天堂”的出现。有人专门致力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污

染天堂” 在中国的假说。Ljungwang和Linde-Rahr（2005）根据87年至98年的面板数据集，在国家这

个层面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政策对国际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影响不大，只有交通、经济发展程度和地

区地理环境对其有一定的影响。而从省级水平来看，严格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欠发达地区的FDI
数量。Dean（2009）等收集了2886个在中国的制造业合资项目，涵盖了1993-1996年之间的28种ISIC
行业类型，经过研究发现从非华裔来源国的样本表明并没有明显证据说明中国正在成为所谓的“排

污天堂”。但是从华裔来源地区的样本显示，这些高污染的合作项目确实受到了较低的排污税的吸引。

Cole等（2007）在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实证分析结果。 
大多数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似乎支持“污染天堂”的假说。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

文献从中国的特殊的政治和财政体制的角度出发，对这种“污染天堂”的形成作出解释。本文认为

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地方财政竞争将提供理解 FDI 对环境影响另一可能的视角。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

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内资的流动也受到国内金融体制的极大制约，在这种背景下，

地方政府想要保持本地区经济相对于相邻地区的高速增长以在财政乃至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存在

着足够的激励内因采用主动降低环境标准这种“竞争到底”(race-to-the-bottom)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外

资等流动性要素。而中国的环境政策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及地方政府具体负责实施，由于地方政

府与中央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目的，将有动机不

完全或扭曲执行国家的环境政策，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超级待遇。目前，在对中国 FDI 与
环境规制的有关研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Ljungwang&Linde-Rahr, 2005，Cole et 
al.2007，陈刚，2009)，对更微观一级的地级市层面的应用研究较少。尤其是以地级市域为空间尺度，

采取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并估计 FDI 竞争下地方政府环境决策“逐底竞赛”事实及程度的相关文

献至今未曾见到。此外，多数国内外文献在实证分析中所用模型通常假设扰动项服从同方差，并普

遍采用广义矩方法及其他均值回归(mean regression)方法。鉴于中国地域辽阔，中、西、东各部自然

地理环境，初始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因素与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与拥有的偏好差异很大，可以

预期各城市为争夺 FDI 开出的环境条件可能会竞相降低，于是，地方政府环境决策“逐底竞赛”事

实就很难呈现同质分布的特点，因此，GMM 方法或其他传统的均值回归方法无法反映各关键参数

在整个样本上的异质性分布，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本文将分别从理论模型，实证框架与估计方法上等方面分别给出检验“地方政府在 FDI 竞争下

是否存在环境规制逐底竞赛事实”这一命题的新结果。具体来说，我们将首先通过一个二阶段的博

弈模型描述在所考察问题中地方政府制定环境标准与外资企业生产决策的交互作用，并得到关于地

方环境规制与 FDI 水平的理论命题。其次，我们将对这一理论命题的检验与一类空间自回归模型相

联系并提出本文的实证框架。最后，本文将基于 2007 年中国 263 个地级市组成的截面数据，分别采

用由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定义的空间权重矩阵，并首次采用 Su&Yang(2008)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建立

的工具变量分位数方法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以期获得相比于均值回归方法更为丰富与微观的经验

证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模型、变量、数据与实证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第

四部分给出结论与政策分析。 

2 模型、变量、数据与方法 

2.1 一个二阶段博弈模型 

考虑包含 个辖区的一个国家， 。每一个辖区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与一个内资企

业和一个外资企业。企业在各自所在的辖区内按产量展开竞争(古诺竞争)。假定所有企业只生产一种

产品，这种产品具有线性的市场需求函数 ，其中 代表市场规模， 分别表示价格与产量。

企业的成本包含两部分，生产成本与治污成本，且两部分成本都正比于产量。在以上假定下，第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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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利润函数可分别表示为 

         (1) 

       (2) 

其中 ， 与 分别代表利润，产量与常数边际生产成本。所有带上标 的变量均与内资企业相联系，

所有带上标 的变量均与外资企业相联系。 表示单位产量的排放量，故而较小的 意味着企业拥

有较清洁的技术。 是政府制定的排放标准，较小的 意味着较严厉的环境标准。从以上(1)-(2)的表达

式来看，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形式。为体现这两类企业的不同，我们假定外资

企业将所得利润全部返还给外国。在这一假定下，当地政府关心的福利函数应包含消费者剩余，本

国企业的利润与环境污染的负效用，即 

         (3) 

其中 是线性需求函数下的消费者剩余， 是污染负效用函数。 环境污染可以是跨地域的，即

一 地 的 环 境 污 染 会 影 响 附 近 辖 区 居 民 的 效 用 。 这 一 跨 地 域 性 由 空 间 权 重 系 数

刻画。若某一 ，则意味着辖区 的污染对辖区 的居民产生影

响。进一步假定污染函数是严格凸的，即 ， 。为分析方便，还假定 ，

。 
整个博弈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各地方政府依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制定当地环境

标准 ；在第二阶段，当地企业根据环境标准选择各自的产量使得利润最大化。这一

博弈问题可通过标准的逆归纳法进行分析。首先，给定环境标准 ，通过(1)-(2)中对

产量求导，可得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应满足的一阶条件： 

              (4) 

             (5) 

其中 。从(5)式中产量对当地环境标准的斜率来看不难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1：当本国政府降低环境标准时，将刺激外国企业提高在当地的生产产量。 

接着，将(4)、(5)连同(1)一起代入(3)，并对(3)中的环境标准一项求一阶导数，可得地方政府在当地

居民福利最大化前提下应满足的等式： 

 
①
    (6) 

对(6)式右边进行 Taylor 展开，并注意到 ，可得以下形式 

   (7) 

其中  

即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 2：当 ，对于任意的 成立时，作为对相邻地方政府放松(收紧)环境标准

的反应，当地政府也会同样地放松(收紧)环境标准。 

命题 1 与命题 2 共同构成了本文检验 FDI 竞争下地方环境规制逐底竞争事实的两个方面：一方

面，一地的环境规制强度应与当地的 FDI 流入量负相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标准时会

充分考虑到相邻政府的环境决策，以体现“逐底竞赛”中的“追逐”一词的含义。 

2.2 实证框架 

本节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实证分析框架，以验证上节中的理论命题。首先，根据式（5）的描述，

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特征变量对 FDI 的影响，第 i 个地区的 FDI 流入量决定模型

为： 

                                                        
① 若对(6)式两端的 再求一次导数，即可看出要求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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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中， 是截面上的 个辖区， 代表环境规制强度。根据命题 1，它应与 FDI 流入量将

成反比关系，即 。 包括了除环境规制强度外，其他一些影响一地 FDI 流入的重要因素，

诸如市场规模、公司所得税率和经济开放程度等。 是不可观测的误差项，用于代表其它对 FDI
流入量有影响但未被 列入的因素。注意到在（8）式中，我们用 FDI 代替了（5）式中的产量，

这是因为如果过强的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的运行具有扭曲作用，跨国企业的最初反应将会是将企业

内部的生产设施进行转移或者增加一些在环境标准较宽松的国家内的投资，而不是改变已有企业厂

房选址与生产运营。这意味着，资本流量相比货物流量，更容易受到环境标准影响。 
尽管可以简单的通过检验（8）式中的 是否小于零来判断这种“逐底竞赛”博弈的存在性，但

是仍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由于 所代表环境规制度是一个不能够直接被观测到的变量，

那么对（8）式进行直接估计就不太合适了。其二，（8）式没有完全描述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博弈策略

的竞争情形。正如命题 2 与(7)式所显示的那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决策交互影响可以这样来描述： 
，        （9） 

这里， ，已经在（6）式中出现过。 则包含了一系列与环境规制强度有关，

能够被直接观测的外生变量。针对命题 1和命题 2提出的理论预测，本文将同时对 和  的
情况进行假设检验，以验证“逐底竞赛”博弈事实的存在。令 ，

， ， ， 其 中 。

，其中 ， 。将（8）式与（9）式写成向量形式： 
                     （10） 

和 
    （11） 

（11）式是一个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广为研究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将（11）式带入（10）式，

可以得到： 
  （12） 

其中， 。忽略可能存在的参数非线性约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个

基本空间回归模型： 
   （13） 

由于（13）式中的每一个解释变量都可以被直接观测到，因此我们可将(13)作为最终的估计方程。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13）式的估计结果中推得(8)-(9)式中 和 的正负符号。很明显，

这里可以得到 的直接估计，但却无法得到 的直接估计，因为 。回忆（9）式中，

表示的是 变量的斜率。假若我们可以合适地选择 中的变量使得这些变量与环境规制强度的相

关系数 的符号可以一目了然，那么我们就可以从 的符号来推断 的符号正负情况。例如，当

表示一组代表性污染物的排放量时， 应是负值，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检验 是正值来推出 为

负值。  

2.3 数据和变量 

本文选取 2007 年来自国内 263 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估计形如(13)的方程。数据取自《中国区域

经济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原年鉴包含了来自国内 300 多个地级市的各类经济指标。根据

(7),我们选取城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单位：万美元)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未将这样的

城市包含在样本内：(1)该城市本身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缺失或所在省其他城市数据大范围缺失的。(2)
属于新疆，西藏青海三省的城市。 

为将对一地 FDI 流量有重要影响的解释变量包含在 中，我们对研究 FDI 决定因素的的若干

文献作简要回顾。对研究 FDI 决定因素的重要综述性文献包含 Agarwal(1980)，Cave(1983)等。外商

直接投资是资本流入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不但包含了有形资本，也包含了诸如管理技术等无形资

产。传统理论认为，FDI 起源于不同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率之差。“产业外移假说”(industrial flight 
hypothesis)强调由于环境规制引起的生产成本差异及跨国污染企业会因为这种成本差异迁址的假说。

McGuire(1982)的研究表明，污染企业的资本之所以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外流入环境管理宽松的地

区，是因为由不同环境政策带来的要素报酬有所差异。Markusen&Morey (1993)选择能体现某地环境

规制强度的排放税(emission tax)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由排放税所引起的成本效应导致企业选址

是环境政策的函数。第二，税收政策显然是影响 FDI 流入的另一重要因素。Grubert&Mutti(1991)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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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东道国税收政策对美国资本在国外投资选址的影响，并发现税收差异是解释选址决策的一项重

要变量。在中国，目前税收立法权是高度统一的，除了筵席税等非常不重要的税外，地方政府一般

无权开征税种和设定税率。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吸引 FDI，将有动力竞相为外商提供不同幅

度与范围的税收优惠。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的研究就发现，地方政府为地区增长而进行的税收竞

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失衡与质量恶化。第三，Scaperlanda&Mauer(1969)利
用美国在 1958-1968 年对欧洲共同体国家投资的数据显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速度是决

定 FDI 流量的关键因素。市场规模假说认为，由于规模经济存在的原因，FDI 将不会流入一国直至

该国的市场到达一定的规模程度并适合实施相应的生产技术。在文献中，市场规模通常由该地区及

其相邻地区的人均 GDP 总和来近似。最后，流动性假说(liquidity hypothesis)是解释 FDI 的另一重要

基础。这一假说认为地区内部现金流的分布将与投资分布呈现正相关。这一假说的成立建立在投资

者认为以内部资金作为融资渠道将比外部资金有更低的成本。Froot&Stein(1991)通过理论模型说明发

展中国家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将导致投资方具有不完全信息，进而企业通过其公司内部的融资成本将

低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成本。其他一些实证结果也支持这一论断。Barlow&Wender(1955)发现美国公司

在外国市场的初始投资规模只处于适中的水平，而后企业规模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未分配

利润的再投资完成。如上所述，环境规制强度，税率，市场规模和地区的流动资金都是影响 FDI 流
量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我们还认为一地的经济开放程度也是影响 FDI 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

个城市经济开放的程度越高，则该地区的经济管理方式和理念必将更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也意味

着该地区与国际市场的信息交流越发畅通，这将有利于 FDI 的落户。至此，我们一共考虑除环境变

量之外以下四个解释变量对FDI流量的重要影响，即企业所得税率(tax rate, TR)，市场规模(market size, 
MS),流动资金(profitability, PR)，以及地区开放程度(openness, OP)。我们用当年地区企业所得税的总

额(单位：亿元)与企业利润总额(单位：亿元)之比来近似代替企业的所得税率，用人均 GDP(单位：

元)来表示市场规模，用上一年(2006 年)企业的利润总额(单位：亿元)来反映一地的流动资金充沛

程度，并用一地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与 GDP 总额(单位：亿元)之比来代替地区的经济

开放程度。 

在决定了 中变量的选取之后，接着讨论 的选取问题。由式(11)，这一变量应可被直接观

察且与一地环境规制水平密切相关。可供选择的指标包含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例如废水，废尘排

放总量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通常这些指标之间都高度相关，而之中最广泛采用,

最被广泛接受的当属二氧化硫的排放(sulfur dioxide emissions，Shafik&Bandypadhyay 1992, OECD 
1993, UNEP 1993)。鉴于此，我们仅采用一地工业 SO2 的排放总量(单位：吨)的对数作为 中的

变量。我们将以上所提的各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和标准差总结在表 1中。 

表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综上所述，估计的模型是 

 

  (14) 

其中 ， ， ， 和 分别表示由各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对数水平，市场规模，

开放程度，企业所得税率与 SO2 排放总量对数水平组成的列向量。 表示各元素为 1 的列向量。 

2.4 空间加权矩阵的设定 

对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是应用空间计量模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由不同“邻近”概念定义的空

间矩阵，反映的是指导实证研究背后不同的经济学原理与视角，也导致了后来空间自相关系数 在

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同阐述。通常，空间权重矩阵可以分别从地理与经济的角度出发加以定义。例如

Case et al.(1993)在研究中就分别从地理上的边界共享，人口素质特点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这三种角

度出发定义了相关的空间权重矩阵。在本文中，我们借鉴 Case et al.(1993)的做法，分别从地理意义

与经济意义定义的相邻概念出发，定义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并对模型在这两种空间矩阵下分别进行

估计。记地理意义下的空间矩阵为 ，它的设定分为二步：(1)若辖区 和 有共同的边界，则对应

变量   
人均 GDP 

(元) 
GDP 总额 
(亿元) 

外商直接投

资总额 

 (万美元) 

企业所得

税总额 
(亿元) 

企业利

润总额

(亿元) 

SO2 排

放量 
(吨)  

上年企业

利润总额

(亿元) 

货物进出

口总额 
(万美元) 

均值 21533 999.33 45883 8.7868 95.294 69502 66.955 810970 

标准差 15185 1353.7 102610 34.6246 164.68 67388 139.99 32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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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设为 1，反之设为零。
①
(2)将所得只有 0-1 组成的矩阵各元素除以所在行各元素的和，这样得

到的 各行和为 1。将空间权重矩阵行和单位化带来以下两大好处：第一，行和单位化后，空间滞

后项可以被解释成其邻居们的加权平均；第二，使空间自回归系数具有零量纲，即它的量纲将不随

被解释变量的量纲变化变化，便于不同自回归系数之间的比较。本文记经济意义下的空间权重矩阵

为 ，它由同省内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定义，即 ，其

中 表示的是城市 的当年的人均 GDP， 表示对于给定的 ，同省内除该城市外其他所有城

市 数值的总和。
②
容易发现，与 类似，我们对 也作了行和单位化的处

理。 

2.5 估计方法介绍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13)中误差项的不同约束条件将导致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若假设

，则对应着采用均值回归的方法，例如极大似然方法，广义矩方法。而在

第 个分位点为零的假设下，即 时，我们将采用分位数估计的方法。此时(12)中各参数将

是分位数 的函数，即 
      (15) 

下面我们简要叙述由 Su&Yang (2008) 所发展的适用于单截面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的工具变量分位

数估计思想：假设我们要估计的方程可以写成 
                                           (16) 

由于(16)式中关于空间滞后的一项均是内生变量，因此普通分位数估计步骤将无法得到参数的一致估

计。现在假如我们获得了一组与内生变量 密切相关的工具变量 ，将它加入(16)右边的解释变

量组一起进行回归，即我们面临的模型变成 

 

由于 并不出现在生成数据的真实模型(16)中，所以 的真值是零。如果 最后的估计量是

一致的，则伴随这样的 的一致估计而得到的 的估计一定等于或者非常接近与它应有的真值

(零)。反之，对于其他非一致的 估计量，伴随着的 的估计量一定不会接近零，因为此时 由

于 与 高度相关而吸收了部分本应由 承担的空间滞后效应。 

基于上述工具变量估计思想，Su&Yang(2008)针对模型(16)提出了以下的三步估计法。记 为

任意一组 维的工具变量( ), 。为简洁起见，在将 视成固定不变后，以

下各变量和函数均不再带有 。 

(1) 对于给定的 ，将 对 进行普通分位数回归，得到 关于 的分位数估

计，即 

 

其中 ， 。 

(2) 选取使得 在范数意义下最接近于零的 作为 的估计量，即 

  

其中 ， 是某一权重矩阵。 

 

(3) 通过计算 以得到 的估计。 
很明显，保证以上算法能够顺利实施的基础是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组 。 Su&Yang (2008) 建

议采用从 中选取的 列互相线性独立的向量作为工具变量。回顾我们将要估

计的方程(14),由于方程右边解释变量组已经包含了部分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为了避免多重共线

性对模型估计产生的干扰与影响，这里我们选择了如下工具变量 

                                                        
① 各城区的地理边界可以在中国动态地图网 http://www.webmap.cn 上的“中国地级市行政区划”一项上查阅。 
② 在经济权重 的设定中，我们将上海、浙江省与江苏省看成一个整体。相应地，北京与天津并入河北省，而重

庆并入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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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估计。 

3 实证分析 

我们依据第三部分所设定的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与工具变量对方程 (14) 在分位数

上分别进行了估计。根据之前的分析可知，与待检验命题密切相关的 和

是我们关心的对象。图 1-2 分别绘制了采用地理权重矩阵 时 和 在各分位点上的估值及其

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图 3-4 绘制了采用 时参数的估值及其 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 
 

  
图 3：地理权重下 的分位数估计及 95%置信区间             图 4：地理权重下 的分位数估计及 95%置信区间  

 
图 1：经济权重下 的分位数估计及 95%置信区间              图 2：经济权重下 的分位数估计及 95%置信区间    

对比图 1 与图 3，图 2 与图 4，可以发现无论采用地理权重矩阵或采用经济权重矩阵， 与

的估计值在整个分位数区间上呈现极为相似的走势。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所得结果具有一

定程度的稳健性，即主要结果不随着空间权重矩阵的不同选取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说明

了在国内，具有相邻边界的城市通常呈现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也是不少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集聚

效应文献所得到的结论。从图中看出，环境决策的竞争效应在几乎各分位点上都显著存在。这一效

应的估值在低分位点区间上十分微弱，但随 FDI 水平的增强而显著增强。这说明 FDI 水平较低的城

市通常作出相对独立的环境决策，而随着 FDI 水平的提高，当地政府倾向于对相邻城市的环境决策

作出更强的策略性反应。因此，地区之间的环境决策也将趋于一致。直觉上，较高水平 FDI 的城市

通常经济发达，
①
当地政府和人们在看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对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作用及随之而来的环

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后，将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由于区域经济集聚效应的存在，由

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必然也呈现区域集聚的特征，而对付跨区域的环境污染的途径之一就

是地方政府间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例如 2009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

办法》中就明确写到，本办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环境，防治区域性、

复合型大气污染”，要求“协调各地、各部门建立区域统一的环境保护政策，协调解决跨地市行政区

域大气污染纠纷”。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环境决策的外溢效应在高分位点的估值会明显大于在低分位

点的估值。其次，从图 2 或图 4 可以看出， 一项系数在几乎所有的分位点上都显著为正。由第

二部分中介绍的检验 符号的间接方法可知， 对应着 这一事实，即环境规制的确对

FDI 的流入具有遏制作用。从曲线的走势来看，与空间外溢系数的递增形状不同， 一项的估值

                                                        
① 事实上，对方程(8)的其他系数的估计表明，人均 GDP 一项系数在各分位点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了 FDI 水平与经济

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性。由于对这一系数的估计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我们没有花篇幅来报告这些早已为人熟知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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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递减的走势。这意味着在低分位点区间上，每降低一单位的环境标准可以换来更多的 FDI 流入，

而在高分位点区间，环境因素对 FDI 的影响大幅减弱甚至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较低水平 FDI
的城市由于经济尚不发达，当地政府由于发展经济而引发环境恶化的负效应仍然小于经济增长与政

绩提升带来的正效应，因此，地方政府仍具有以牺牲环境换取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激励。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与已有文献只通过检验环境污染指标对 FDI 作用方向来判别环境规制

“逐底竞赛”事实是否存在的方法不同，在我们通过工具变量分位数估计联合检验环境决策外溢效

应与环境污染指标对 FDI 流量的作用方向之后，得到了比前述文献更为丰富与微观的结果：(1)若仍

按 SO2 排放量的斜率正负来判别“逐底竞赛”的事实是否存在，则我们的结论是，这一事实仅在中

低水平 FDI 的城市间显著存在。对于高水平 FDI 的城市，牺牲环境已不再是它们发展经济的方式。

(2)若我们将能体现“逐底竞赛”含义的环境决策外溢效应考虑进去，结论(1)将得到一定程度的修

正。估计结果显示，虽然对应 FDI 最低的那些城市最大程度地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外资，但是这些

城市的环境政策是相对独立制定的，而不会受到来自相邻城市的决策的影响。换言之，它们之间这

种环境决策并不以互相竞争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对于中高水平 FDI 的城市而言，它们之间的环境

决策确实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综合(1)-(2),我们认为，环境因素对国内高水平 FDI 的城市几乎无

影响，而环境“逐底竞赛”在中等水平 FDI 的城市间显著存在。由于低水平 FDI 的城市环境决策的

相对独立性，这些城市为吸引 FDI 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事实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成立。 

4 结论与分析 

本文尝试从地方分权的视角并构建相应的模型来验证国内 FDI 竞争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

竞赛”的事实。我们分别从检验原理，数据级别与估计方法这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改进。在检

验原理上，与已有文献仅通过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 FDI 作用方向来判别“逐底竞赛”程度不同，本

文通过联合检验环境决策外溢效应与环境规制对 FDI 作用方向来判别这一效应的存在。在数据级别

上，本文不再采用已有绝大部分研究都基于的省级行政单元数据，而以 2007 年 263 个地级市组成的

截面数据为基础，对环境“逐底竞赛”的事实在更微观一级的层面上进行检验。最后，中国各城市

在经济与地理特征上的巨大差异将使得估计方程的扰动项方差与一些重要参数难以呈现同质分布的

特点。为克服传统均值估计方法在处理个体异质性上的不足，我们采用工具变量分位点方法对模型

进行了估计，并得到以下结论： 
（1）除了个别例外，当 取不同值时 的估计量在 95%的水平都显示为正号，强烈的反映出地

方政府在制定环保法规时相互之间存在影响。 

（2）正如期望的那样，污染排放物的斜率十分显著的大于零，表示中国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

对于外资有较强的吸引力。 

（3）通过应用不同的变量和空间加权矩阵的回归结构都显示，地方政府在 FDI 竞争下存在明

显的环境规制“逐底竞赛”的博弈。 

（4）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效应在几乎各分位点上都显著存在。这一效应的估值在低分位点区

间上相当微弱甚至不显著，但这一效应在 FDI 中高水平的区间得到明显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环境规制对 FDI 尽管具有负影响，但在作用强度整个分位点区间上呈现递减的走势。在高分位

点区间，环境因素对 FDI 的影响大幅减弱甚至不显著。 
（5）环境规制“逐底竞赛”的事实在国内高水平 FDI 的城市间明显不存在，而这一事实在中

等水平 FDI 的城市间显著存在。由于低水平 FDI 的城市间环境决策的相对独立性，这些城市为吸引

FDI 竞相降低环境标准这一事实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成立。 
在以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为特点的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下，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以放

松环境规制为手段来争取更多的流动性要素。本实证结果所得到的我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竞

赛”程度的异质性分布背后充分体现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偏好的差异性。这种差

异性体现在二个方面：首先，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时候，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由于政绩目标的驱

使，偏爱攀比外溢性较强的基础设施与工业投资类公共产品，表现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在估计结果中体现在低分位点区间上，环境规制强度对 FDI 具有较强的负作用。另一方面，当经济

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将更加重视诸如环境等软公共品的供给，地方政府变得不再愿意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并开始通过转变偏好与公共支出结构，重视提供软公共品的数量和改善其质

量。随着地方经济水平的大量提高与地方政府偏好结构的转变，对提供诸如环境等软公共品的攀比

将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体现在高分位点区间上，环境决策的竞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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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显著增强，同时环境规制对 FDI 的作用已几乎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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